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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对主体网络位置特征及网络密度对技术研发网络探索式创新影响机理分析，构建网络地位、结构洞以及网络密度影响探索式创新的理论模型；结合2007—2016年215家企业的联合申请专利数据，运用负二项回归分析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网络地位、结构洞均与低碳技术探索式创新呈倒U型关系，且网络地位的影响程度高于结构洞；网络密度对网络地位和结构洞与探索式创新之间的关系分别起到正向和负向的调节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打破稀疏网络中心企业的路径依赖、加强稀疏网络中介企业的信息枢纽性、提高紧密网络中介企业的信息异质性、强化紧密网络中心企业的引领示范效应四方面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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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Prominence, Structural Holes and Explorative Innovation Based on Empiric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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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influence mechanism of the main body network location and the network density on the technology R&D network exploration innovation,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network position, structure hole and network density influence exploratory innovation. Combined with the data of 215 joint patent applications from 2007 to 2016,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analysis is used to carry out an empirical study.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etwork position and structure hole are inversely U-shaped with the innovation of low carbon technology exploration, and the influence degree of network position is higher than that of structure hole; network density plays a positive and negative role in regul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twork status, structure hole and exploratory innovation. On this basis, four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including to break the path dependence of sparse network center enterprises, strengthen the information hub of sparse network intermediary enterprises, improve the information heterogeneity of tight network intermediary enterprises, and to strengthen the leading and demonstration effect of close network center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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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生态创新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载体，通过产品流程技术和系统的改进来提高生态效能[1]，其核心就是低碳能源技术[2]。企业通过技术研发网络获取信息、知识以及技术，已成为开放式创新背景下的重要选择，受到学者的持续关注[3-5]。其中，对研发网络两种典型的网络特征——网络地位和结构洞的研究更是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5-6]。网络地位体现了节点在资源获取质量和数量上相对于其他节点的优势[7]；而结构洞则反映了节点从不相关联组织获取多样化信息的程度[8]。网络地位的提升隐含了选择同质性伙伴建立联系，而结构洞的增加意味着在不同地位的伙伴间建立联系[9]，二者存在学习机制和技能上的区别，组织同时追求两种网络结构存在矛盾[10]。现有研究从两方面细化了网络位置对创新的影响：一方面，学者指出网络位置对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的影响不同，不同技术创新类型的内在需求也隐含了差异化的网络位置影响；另一方面，学者也指出网络位置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受到权变因素的影响，如Dong等[5]基于美国1985到2001年医药产业研发网络的实证研究发现，网络地位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受到合作伙伴所有制的调节，更高的私有制合作伙伴比例可以削减网络地位对突破式创新的不利影响。
然而，这个研究问题在生态创新研究领域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与网络化趋势和“可持续三重底线”重大战略意义日益凸显的生态创新实践不相符合。为数不多的研究仅囿于网络结构与创新能力、绩效关系的概念模型梳理上，如Van Bommel[11]构建了可持续供应链理论模型，提出供应链可持续发展程度取决于供应链网络中焦点企业的创新能力；Rescoe等[12]从网络关系视角构建了供应链关系强度与生态创新的关系，提出与战略供应商的强关系和结构洞供应商的弱关系分别有利于渐进式生态创新和激进式生态创新；这些研究说明生态创新的网络化逐渐得到学者关注，并运用创新网络的研究范式构建理论模型。已有的实证研究则关注验证网络嵌入与生态创新的关系，如Guan等[3]对纳米能源专利构建合作研发网络的研究发现，指代网络地位的直接联系与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均呈现U型关系，而结构洞位置则与两类创新分别呈现出非显著相关和正相关关系；Choe等[13]则通过有机太阳能电池网络的研究发现组织的中介中心性有利于技术知识流动；可见，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实证研究，都是对于特定组织架构或单一行业的研究，这对于具有多学科、多领域、跨行业特征的复杂系统工程特征的生态创新网络效应的一般规律揭示具有片面性。此外，现有的经验研究局限于单一网络嵌入视角，而低碳能源技术涵盖核能、可再生能源、非可再生能源和能源节约技术领域[2]，不同的技术领域在网络连接机制和合作创新过程上存在差异，综合考虑整体网、行动者位置及其交互作用是对社会网络结构效应更全面的反映[14]，特别是对于具有激进变革性、动态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新兴技术特征的低碳能源技术，探索式创新实现的规律还有待进一步挖掘。
为更好探寻低碳能源技术背景下研发网络对探索式创新的影响，本文将研究网络地位、结构洞对低碳技术研发网络探索式创新的影响机理，分析网络整体密度的调节作用。采用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国际专利分类绿色清单（IPC green inventory）为基准，收集数据构建涵盖九大低碳技术领域的跨行业样本，基于联合申请专利数据构建研发网络，运用负二项回归方法进行经验研究，检验不同网络位置特征的区别化影响机理；并结合交互分析和三维曲面图，识别网络密度在行动者位置和低碳技术探索式创新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探寻整体网络密度与创新主体位置特征的优化组合，为政府激励企业进行突破性的低碳能源技术创新提供政策参考。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网络地位和探索式创新
网络地位是主体在社会建构中形成的、各方认同的，关于个体、组织、团体、行为在社会体系中的序列或等级中获得的声望[15]。协作研发网络中的高地位组织不仅通过较多的直接联系接触到大量的网络资源，挑选合作伙伴时也具有更好的机会，从而能不断强化自身网络地位，释放自身值得信赖的信号[10]。对于探索式创新，组织合作伙伴数量越多，意味着更多的资源获取渠道，从而获取互补性知识和技术的便捷性就越高；同时，高网络地位还给组织带来可达性、时效性和参考性3种信息优势[8]，使其更高效地掌握知识的分布、研发趋势和最新进展，评估和筛选具有最优前景的技术伙伴[16]。除资源和信息优势外，网络地位还可以为组织带来成本节约，主要反映在信息搜索、监督和维护以及交易成本方面，提高了组织间搜索和传播信息的效率[17]。因此，高网络地位不仅有利于组织控制和挖掘现有的行业技术潜力，还可以通过资源调动和整合，控制网络中新技术的发展轨迹，使其最有利于自身的竞争优势。
然而，过高的网络地位也会给组织带来信息冗余和规模的非经济性，同时滋生搭便车和非自愿性溢出的风险[18]。较多的信息来源提高了企业对知识筛选和吸收的难度。此外，对于低碳能源技术研发网络，网络地位较高的组织通常是能源供应行业具有垄断地位的大型国企[19]，这些具有先天优势的组织在网络中通常已经可以捕捉足够的信息，从而失去探究新知识的动机；或者相比网络边缘的组织更易陷入既有知识范式和认知框架，以防偏离原有知识基础和原理的新技术范式会对其权威地位产生动摇[20]。因此，过高的网络地位对探索式创新也存在负面影响。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网络地位与技术研发网络主体的探索式创新呈倒U型关系。
2.2  网络结构洞和探索式创新
结构洞是网络中不相关联主体间的空隙[8]，意味着占据结构洞位置的组织在没有直接联系或联系的两个组织的“中间”，充当知识传输和信息控制枢纽的角色[21]。占据结构洞的组织通常具有信息、控制和自主研发方面的优势。从信息优势来看，结构洞占据组织通常可以获得来源于结构洞两端异质性的、非冗余的、及时的知识和信息，从而有利于组织更好地把握机会和判断风险[21]，将异质性的知识和信息重组，获取新知识。低碳技术的研发具有高投入、高风险性和激进变革性，合作伙伴异质性多带来的多样性知识和信息，为企业研发风险和技术机会的判断提供了依据。控制优势主要是源于处于结构洞的组织在充当知识传播通道和信息中介角色中获取的“桥收益”[17]。在当前低碳技术转让中介组织作用甚微的背景下，占据结构洞位置的企业更有机会促成自身或非关联组织之间低碳技术的转让，积累技术转让模式的经验[22]。自主研发的优势是指，占据较多结构洞位置的企业不易受到紧密联系合作群体的行为规范和思维范式的束缚，这种束缚通常来自于挑战现行知识行动框架而引起群体中不认同感的风险，因此结构洞位置有利于培育组织自主创新的意识[16]。由于传统高碳技术范式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极大阻碍了低碳技术的研发和扩散[23]，凸显了结构洞位置在打破现有行为和认知束缚中的重要性。
结构洞位置也给组织带来了一定的成本，这不仅反映在获取非冗余性信息的直接成本，包括多样性信息的加工、处理和整合，也反映于组织需要不断从非相关的领域调整知识池而转移了对多样性知识吸收的时间和精力[14]；因此，占据过多的结构洞位置会阻碍节点组织对多样性知识的吸收，从而对探索式创新产生负面影响。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结构洞与技术研发网络主体的探索式创新呈倒U型关系。
2.3  网络密度的调节作用
网络密度是指网络结构中节点联结的稠密程度，表征为网络中联系的数目以及网络整体的完备性。从社会资本角度来看，网络密度的提高，有利于使节点通过更多的直接联系和间接联系建立起限制机会主义的信任机制，从而提高合作群体的凝聚力和知识分享程度[24]；从知识扩散角度来看，高密度提高知识信息流动速度以及知识转移效率，促进共同准则和知识的吸收[25]。因此，网络密度影响节点组织的社会资本和知识扩散环境，这进而作用于网络位置与探索式创新的关系。
当节点组织所处的网络密度较低时，一方面，网络中合作关系的数量和复杂程度都较低，网络高地位者能获得的信息和资源都较为有限，同时因为稀疏网络中网络权力分布很不均匀[17]，极少数拥有较多同质性合作伙伴的高地位者更易锁定于现有的创新轨迹，减弱了网络地位对探索式创新的促进作用。谷林洲等[26]指出，中国新能源汽车研发网络的低密度限制了知识和信息的传播，且网络中的核心企业通常为传统企业，较低的网络密度意味着传统企业与其他创新主体之间合作非常有限，不利于其打破技术依赖、实现核心技术上的突破。另一方面，低网络密度负面影响了知识扩散速率和范围，从而凸显了结构洞位置带来的异质性知识获取优势，和充当知识传播通道和信息中介角色中获取的“桥收益”，这强化了结构洞位置对探索式创新的促进作用；特别是中国的低碳能源研发网络存在派系结构，导致知识和信息流动存在失真，因此更需要占据结构洞的核心企业推动创新主体在产业链、知识链上的融合合作[26]。
当节点组织所处的网络密度较高时，一方面，节点间的大量联结提高网络的连通性和传输效率，加速了社会资本的流动和成员之间的知识分享意愿，从而提高了高地位组织对多渠道知识的有效吸收和整合[27]，这不仅减弱了网络地位带来的信息筛选和吸收限制问题，也缓解了网络地位带来的创新视野限制[10]；另一方面，高密度意味着网络中节点组织具有频繁的联系，且大多数组织都直接或间接与其他组织连接，这降低了信息和资源的异质性，也就削弱了结构洞位置获取的信息价值性和控制优势[28]。
由此，可以得出网络密度较小时，网络地位对探索式创新的正面影响被削弱，结构洞对探索式创新的正面影响被强化；网络密度较大时，网络地位对探索式创新的负面影响被减弱，结构洞对探索式创新的正面影响被削弱。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网络密度正向调节网络地位与技术研发网络主体探索式创新的关系。
H4：网络密度负向调节结构洞与技术研发网络主体探索式创新的关系。

图1改正：图内假设变量符号改为斜体。


图1  本文研究理论模型

3  研究方法
3.1  样本选取及网络构建
研究样本来自中国2007至2016年在低碳能源技术领域申请的专利数据。选取专利数据构建研发网络的依据在于，联合申请专利数据不仅是对组织合作创新成果全面、客观的反映，也是现有研究中构建研发网络普遍采用的指标[3, 25]。本研究中，低碳技术领域的确定是以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WIPO）公布的国际专利分类绿色清单（IPC green inventory）中节能减排技术部分的专利代码为依据1)，借鉴Albino等[2]的研究进行分类整理，得到包括非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储能技术三大类下19个子类的低碳能源技术专利代码。专利搜索渠道为佰腾专利搜索平台。佰腾数据库是国内应用范围最广、功能最全的专利信息应用平台，选取佰腾数据库进行专利检索具有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以及检索内容的全面性和及时性。本研究通过佰腾网检索下载总专利数据，并筛选出合作专利数据。
依据现有文献的筛除标准，对具有下列几种特征的专利进行样本删除：
a. 移除具有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组织联合申请专利的条目，仅保留组织与组织间的专利条目[29]；
b. 如果专利中申请权人仅包含母子关系组织，也予以删除，以排除母子机构因业绩需要、成本分担等非创新驱动因素的影响；
c. 删除外资企业合作申请的专利；
d. 四类技术由于样本量较少也予以删除，包括水能、海洋能、地热能和电耗测量。
本研究筛选后得到组织数为491个，联合申请专利数为2 567件低碳能源技术合作专利样本。为使网络构建具有足够的数据且不损失大量样本，进一步对技术子类进行合并，将技术类别归为9类，包括风能、低碳建筑、垃圾发电、绿色照明、储能节能、生物能、核能、太阳能和燃料电池。本研究侧重点在于揭示企业如何依托网络实现低碳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仅抽取企业样本，最终得到251家企业在2007年到2016年的1 789件合作专利样本，样本行业分布如图1所示，可见，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高科技企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的能源供应业企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的设备供应商企业和采矿业企业在样本中占比较大。






图2改正：左纵坐标标目为“企业数目”，上下居中，字为顶左底右、自下而上连读；横坐标标目为“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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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样本企业的行业分布

进一步，通过JAVA语言将联合申请专利逐一生成包含所有年份的邻接矩阵，即以专利号为列、组织名称为行形成的事件/行动者矩阵。图2显示了研发网络生成的机理。图2（a）反映了企业联合申请专利的情况，即生成事件/行动者矩阵的基础；图2（b）反映了由图2（a）转化而来的研发网络。其中，节点代表组织，连边代表合作关系，连边的赋值为合作的次数。由于专利合作关系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国内外相关文献中通常以3～5年为窗口期[30-31]，考虑到低碳能源技术的新兴性，整体样本量相对于成熟行业偏少，因此本研究选取5年为时间窗口，以t-2年、t-1年、t年、t+1年、t+2年数据生成t年的邻接矩阵。2007年和2008年样本数据很少，因此将这两年数据合并为1年，从而得到2007至2016年数据生成的2010至2014年5年的低碳能源技术研发网络。

[image: ]
（a）企业联合申请专利情况                                        （b）企业研发网络

图2 样本企业基于联合申请专利生成的研发网络

3.2  变量测量及描述性统计
对于被解释变量探索式创新，数据源是企业每年在低碳能源技术领域申请的专利，其衡量方法借鉴Gilsing等[14]运用国际专利分类（IPC）代码的前4位确定专利新颖度，来区分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具体来说，企业在观察年申请的低碳能源技术专利中，专利IPC代码前4位均未出现在前5年专利存量中的专利，可认为是探索式专利产出。自变量包括网络密度、结构洞、企业地位。控制变量参考刘凤朝等[32]、Guan等[3]的研究，从企业特征、行业特征、时间效应3个方面选取控制变量，涉及的企业特征主要包括研发强度、探索式创新学习能力、利用式创新学习能力、企业性质。对于研发强度，非上市企业的研发数据样本不可得，因此利用企业在过去5年的专利存量作为研发强度的替代变量。现有文献已证明，历史专利存量反映了企业的知识储备多寡，与企业研发强度关联程度高[27]。考虑到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并不是孤立地存在，它们之间相互依存，过去的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会对当前的技术创新水平产生影响[3]，因此在模型中引入企业在t-1年的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变量来反映企业的探索式创新学习能力和利用式创新学习能力。为控制所有制对企业的激励约束影响，构建国有所有制的虚拟变量。行业特征和时间效应分别通过生成行业虚拟变量和年份虚拟变量来控制。表1对模型的各个变量信息进行了汇总。

表1  模型变量衡量
	类别
	变量
	描述

	因变量
	探索式创新（Y）
	企业i在t年申请的低碳能源技术专利中，IPC代码前4位未出现在过去t-5至t-1年的专利数量

	自变量
	网络密度（D）
	由5年时间窗、9个技术属性类别构成的45个研发网络邻接矩阵通过UCINET直接计算而得，表示为某低碳技术类别中现存的联系除以所有可能的联系

	
	网络地位（NP）
	借鉴张光曦[33]的研究，将5年时间窗、9个技术属性类别构成的45个研发网络邻接矩阵的节点，通过UCINET分别计算Bonacich特征向量中心度并进行标准化

	
	结构洞（SH）
	将5年时间窗、9个技术属性类别构成的45个研发网络邻接矩阵的节点，通过UCINET分别计算网络约束系数并反向编码（乘以-1），网络约束系数C的计算公式为，是企业i在网络中对企业j的关系投资比重，是企业i在网络中的间接关系总量

	控
制
变
量
	研发强度（RD）
	企业t-5至t-1年的专利存量

	
	探索式学习能力（A1）
	企业在t-1年的探索式创新专利数量

	
	利用式学习能力（A2）
	企业在t-1年的利用式创新专利数量

	
	企业所有制（O）
	若企业性质为国有企业，变量为1；否则为0

	
	行业（Industry dummy）
	企业行业分布的虚拟变量

	
	时间（Year dummy）
	年份的虚拟变量


注：所有制数据来自企业网站及其新闻的检索，所属行业数据来自企业网站及其新闻的检索与国家统计局行业分类的对应关系，其余数据均来源于佰腾网

表2列出了样本数量和变量的均值、标准差、最小值、中位数及最大值。网络地位NP的均值和标准差均小于张光曦[33]的研究中所衡量的美国IT产业研发联盟的相关数据，说明中国低碳技术研发网络中企业的平均网络地位水平和差异性较小；相反的，结构洞SH的均值和标准差均高于张光曦[33]研究中的相关值，说明低碳技术研发网络中存在占据较多结构洞位置的枢纽企业。探索式创新学习能力远低于利用式创新学习能力，这也证实了探索式创新通常是偶发的、随机的，其频率远低于利用式创新[34]。
[bookmark: _Toc463347808]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N
	mean
	sd
	min
	Median
	max

	D
	757
	0.080
	0.038 0
	0.033
	0.080
	0.180

	NP
	757
	1.494
	1.671 0
	0.147
	0.980
	8.754

	NP2
	757
	5.018
	13.030 0
	0.022
	0.961
	76.640

	SH
	757
	1.532
	4.025 0
	0
	0.100
	23.980

	SH2
	757
	18.524
	77.033 0
	0
	0
	574.880

	DNP
	757
	0.145
	0.235 0
	0.005
	0.069
	1.576

	DSH
	757
	0.141
	0.393 0
	0
	0
	3.143

	A1
	757
	7.844
	14.250 0
	0
	2
	101

	A2
	757
	55.910
	229.600 0
	0
	2
	2 221

	RD
	757
	190.000
	646.700 0
	0
	23
	5 357

	O
	757
	0.563
	0.496 0
	0
	1
	1

	Y
	757
	11.760
	98.520 0
	0
	8
	305



进一步分析变量的相关系数，如表3所示,可看出大部分因变量、自变量与控制变量的相关系数处于0.02～0.7的范围内，表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还未达到引起多重共线性的程度；但在二次项和交互项的相关系数中，二次项都与其一次项相关系数很高，说明将二次项引入模型前需进行中心化处理。
表3 变量的相关系数
	变量
	D
	NP
	NP2
	SH
	SH2
	DNP
	DSH
	A1
	A2
	RD
	O
	P1

	D
	1
	
	
	
	
	
	
	
	
	
	
	

	NP
	0.396**
	1
	
	
	
	
	
	
	
	
	
	

	NP2
	0.370**
	0.942**
	1
	
	
	
	
	
	
	
	
	

	SH
	0.121**
	0.424**
	0.373**
	1
	
	
	
	
	
	
	
	

	SH2
	0.078**
	0.372**
	0.344**
	0.934**
	1
	
	
	
	
	
	
	

	DNP
	0.545**
	0.943**
	0.851**
	0.337**
	0.286**
	1
	
	
	
	
	
	

	DSH
	0.226**
	0.502**
	0.478**
	0.746**
	0.885**
	0.462**
	1
	
	
	
	
	

	A1
	0.062*
	0.088**
	0.060*
	0.306**
	0.262**
	0.063*
	0.270**
	1
	
	
	
	

	A2
	0.019
	0.090**
	0.052
	0.278**
	0.239**
	0.049
	0.240**
	0.536**
	1
	
	
	

	RD
	0.015
	0.088**
	0.051
	0.275**
	0.240**
	0.045
	0.234**
	0.494**
	0.624**
	1
	
	

	O
	0.120**
	0.124**
	0.142**
	0.158**
	0.132**
	0.135**
	0.147**
	0.156**
	0.101**
	0.112**
	1
	

	Y
	0.028
	0.106**
	0.059
	0.242**
	0.204**
	0.061*
	0.211**
	0.543**
	0.385**
	0.414**
	0.204**
	1


注：***、**、*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P<0.01、P<0.05、P<0.1（双尾检验）。下同

3.3  模型选择
被解释变量低碳领域的探索式专利数目为非负的计数变量，如果对其进行线性回归会导致无效、非一致和有偏的参数估计[35，211]在此处补充标注所引用内容所在图书中的页码；而泊松回归和负二项回归则是针对计数型被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这两类回归方法的选择是基于被解释变量期望方差的比较。依据表2描述性统计结果，探索式创新的方差远大于均值，即存在“过度分散”现象，因此预判模型为负二项回归模型。由于研究样本是从2007到2016年的面板数据，因此需要判断是运用负二项随机模型还是负二项固定效应模型。依据Hausman检验，所有模型均未能在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此外，当样本期间很短时固定效应模型会产生有偏的估计，因此本研究选择负二项随机回归模型[3]。进一步，由于20%的探索式创新的值为0，因此需要判断是运用零膨胀负二项回归还是负二项回归。由Vuong检验可知：其渐进分布为标准分布，如果Voung统计量很大（为正数），则选择零膨胀负二项回归；反之，如果Vuong统计量很小（为负），则选择负二项回归。由于回归的Vuong检验值均小于1.96 ，说明无法在负二项回归模型和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中作出选择[35：215]在此处补充标注所引用内容所在图书中的页码，因此先以负二项随机回归模型作为主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再运用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4  研究结果
为验证本研究所提假设，运用Stata 12.0对样本企业进行非平衡面板数据随机效应的负二项回归，回归结果见于表4中。表4列出仅包含控制变量的模型、单个关键自变量的模型和包含交互项的模型，结果显示系数的方向在各个回归模型中均是稳健的。可以看出，模型的LR值均在1%的水平上拒绝了泊松分布，验证了负二项回归模型的合适性；此外，模型的Waldchi2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模型与数据的契合度较好，模型整体是显著的。行业和年份效应均已通过虚拟变量控制。
4.1  回归结果
本文的实证检验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检验网络地位和结构洞对探索式创新的独立影响，回归结果分别由模型M2和M3反映。模型M2结果表明网络地位与探索式创新呈倒U型关系，假设H1得到证实；且在阀值处，网络地位值为3.55，这与曾德明等[25]的研究结论相当，表明低碳能源技术研发网络中过高的网络地位同样会带来负面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探索式创新的网络地位峰值都高于网络地位的均值1.494，意味着在低碳能源技术研发网络中，大部分企业还处于提高网络地位会带来正面影响的阶段，不同合作者带来异质性的知识和信息有利于企业提高探索式创新水平。模型M3显示了结构洞对探索式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结构洞与探索式创新呈倒U型关系，假设H2得到证实；与网络地位相反的是，在阀值处对探索式创新估计的结构洞值为0.098，低于结构洞的样本均值1.532，说明在低碳能源技术研发网络中，大部分企业处于过度占据结构洞位置而带来负面影响的阶段，企业获得非冗余性知识的可能性降低。总体来看，LR检验值显示出包含关键解释变量NP和SH的模型比基础模型的解释力度更高；在影响力度的大小上，从网络地位的系数和结构洞的系数大小比较来看，前者比后者对探索式创新的正向作用更强。
网络密度对网络地位和网络结构洞与探索式创新关系的调节效应的回归结果由模型M4反映。M4的LR值相比以探索式创新为因变量的其他模型的LR检验值均有提高，说明加入交互项的模型对数据的解释力度进一步提高。具体而言，M4中D与NP的交互项与探索式创新显著正相关（β=2.593，P<0.01），假设H4得到支持。可能的解释在于网络地位较大的组织具有技术和规模优势，且随着时间推进，伴随着自身稳固的中心地位积累了更多异质性信息和知识资源、具备了更多开发前沿性技术的能力是影响低碳领域技术边界的主要力量，因此对探索式创新的正向影响较强。从M4中DSH的系数值来看，网络密度与结构洞的交互项与探索式创新负相关（β=－0.799，P<0.01），假设H5得到支持。这与张红娟等[17]的研究论断一致，即高密度会削弱占据结构洞位置企业的信息和资源优势，网络中大多数企业形成了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获得相似信息的概率提高，从而抑制了处于结构洞位置企业获取异质性的信息，对探索式创新产生负面影响。
此外，通过对控制变量作用的检验可以看出：企业的研发强度RD越大，越有利于提高探索式创新，这与Guan等[3]的研究结论一致；企业的探索式学习能力和利用式创新能力均与探索式创新正相关，说明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并不是孤立的实践，而是存在相互的影响，利用式创新正面影响探索式创新；最后，国有所有制的系数在所有模型中均显著为正，说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具有规模、资金上的优势，同时也更多地受到来自政府和社会的监督，因此会有更强的实力和动机去进行低碳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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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63347810]表4 探索式创新为被解释变量的样本企业随机效应负二项回归
	变量
	解释变量:探索式创新Y

	
	M1
	M2
	M3
	M4

	NP
	
	0.078***
	
	0.041***

	
	
	(2.79)
	
	(2.80)

	NP2
	
	-0.011***
	
	-0.031***

	
	
	(-3.61)
	
	(-2.64)

	SH
	
	
	0.011***
	0.072***

	
	
	
	(3.21)
	(3.53)

	SH2
	
	
	-0.056***
	-0.031***

	
	
	
	(-3.97)
	(-2.64)

	D
	
	
	
	6.816*

	
	
	
	
	(1.79)

	DNP
	
	
	
	2.593***

	
	
	
	
	(3.00)

	DSH
	
	
	
	-0.799***

	
	
	
	
	(-3.50)

	A1
	0.013***
	0.012***
	0.012***
	0.012***

	
	(4.77)
	(4.76)
	(4.57)
	(4.44)

	A2
	0.056***
	0.031***
	0.026***
	0.019***

	
	(5.32)
	(4.01)
	(5.01)
	(4.32)

	RD
	0.132**
	0.153**
	0.176**
	0.143**

	
	(2.36)
	(2.34)
	(2.16)
	(2.09)

	O
	0.466***
	0.484***
	0.443***
	0.457***

	
	(3.82)
	(4.00)
	(3.56)
	(3.52)

	Year dummy
	√
	√
	√
	√

	Industry dummy
	√
	√
	√
	√

	Wald chi2
	113.69
	118.88
	156.34
	191.66

	log-likelihod
	-2 298.16
	-2 296.26
	-2 297.462
	-2 041.086

	LR test
	45.73***
	54.28***
	55.56***
	65.59***


注： 显著性水平*p<0.1，**p<0.05，***p<0.01，括号内为t值。下同。

进一步，本文通过三维曲面图和二维矩阵相结合的方法直观反映回归结果，显示对探索式创新不利和有利的交互情形。具体而言，图3显示了密度与网络地位交互效应的三维曲面图及其交互类型与探索式创新水平的对应关系。可以看出，探索式创新的较高点出现在较大密度网络中的高网络地位企业中，而较低点则出现在较小密度网络中的高网络地位企业中，说明低碳能源技术研发网络中的中心企业在网络中是发挥正面还是负面的影响，取决于网络凝聚性这一情景因素。图4显示了密度与结构洞交互效应的三维曲面图及其交互类型与探索式创新水平的对应关系。可以看出，较低的探索式创新水平出现在较高密度网络中占据结构洞较多的企业中，而较高的探索式创新水平则出现于较低密度网络中占据较多结构洞的企业中，说明网络凝聚性较低的时候，企业位于结构洞位置有利于提高探索式创新，而高连接度及聚集性会削弱占据结构洞位置企业的信息和资源优势。图3和图4共同反映出，密度是网络位置特征与探索式创新绩效中的调节变量，其正向调节网络地位与探索式创新的关系，而反向调节结构洞与探索式创新的关系。
图3改正：1.左图纵、横坐标标目用中文标注。2右图纵、横坐标标目分别上下、左右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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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密度、网络地位与企业探索式创新

图4改正同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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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密度、网络结构洞与企业探索式创新

4.2  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本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从3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测试：（1）为避免出现的结果为某类低碳能源技术研发网络影响，生成低碳能源技术类别的虚拟变量（Tech-class）引入模型，控制单个技术网络的影响；（2）由于Vuong检验值小于1.96，无法在负二项回归或零膨胀负二项回归中作出选择，因此参考Guan等[3]的研究，将零膨胀负二项回归作为模型基本设定进行回归；（3）表4所呈现结果中的因变量为企业当年申请的低碳能源技术专利与前5年的专利不在同一技术领域的专利总和。Guan等[3]的研究指出，创新产出的专利衡量会受到专利数据高度偏态分布的影响，因此需要对计数专利的衡量指标加入权重进行综合考虑，权重的来源包括专利引用量、专利家族规模、权力要求、更新期。基于综合数据的可得性以及指标对专利质量的指代性考虑，本研究选取权力要求数量作为权重指标。一般而言，权力要求数目越大，专利所得到认可的创新点越多，其技术质量越高[36]。从表5可以看出，主要变量的系数方向和显著性没有明显差异，说明本研究的结论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bookmark: _Toc463347813]表5  专利要求加权的探索式创新为被解释变量的样本企业随机效应零膨胀负二项回归
	变量
	被解释变量: 专利要求加权的探索式创新 Y

	
	M5
	M6
	M7
	M8

	NP

	
	0.073***
	
	0.060***

	
	
	(2.81)
	
	(2.96)

	NP2
	
	-0.009***
	
	-0.001***

	
	
	(-4.46)
	
	(-2.87)

	SH
	
	
	0.012***
	0.011***

	
	
	
	(4.70)
	(3.26)

	SH2
	
	
	-0.057***
	-0.029***

	
	
	
	(-4.17)
	(-2.89)

	D
	
	
	
	6.012*

	
	
	
	
	(1.78)

	DNP
	
	
	
	2.023***

	
	
	
	
	(2.97)

	DSH
	
	
	
	-0.510***

	
	
	
	
	(-9.14)

	A1
	0.018***
	0.018***
	0.018***
	0.018***

	
	(33.90)
	(33.70)
	(33.98)
	(32.31)

	A2
	0.006***
	0.007***
	0.006***
	0.005***

	
	(3.32)
	(3.35)
	(3.34)
	(3.36)

	RD
	0.135**
	0.134**
	0.134**
	0.130**

	
	(2.15)
	(2.18)
	(2.16)
	(2.01)

	O
	0.376***
	0.376***
	0.371***
	0.369***

	
	(11.38)
	(11.39)
	(10.98)
	(10.89)

	Tech-class dummy
	√
	√
	√
	√

	Year dummy
	√
	√
	√
	√

	Industry dummy
	√
	√
	√
	√

	log-likelihod
	-4 376.072
	-4 375.239
	-4 365.468
	-4 302.64

	Vuong test
	1.23
	1.31
	1.35
	1.56



5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理论分析与2007—2016年中国215家企业面板数据样本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企业在低碳能源技术研发网络中的地位与其探索式创新水平呈倒U型关系，且大部分企业还处于提高网络地位有利于探索式创新产出提升的阶段；我国企业在低碳能源技术研发网络中的结构洞位置与其探索式创新产出呈倒U型关系，且大部分企业处于过度占据结构洞而负面影响探索式创新产出的阶段，表明处于桥梁位置的企业获得了信息控制和资源支配的优势，提高了应对探索式创新的机会感知和风险应对能力，但过高程度的结构洞会带来冗余性信息而负面影响企业的探索式创新；低碳能源技术研发网络的密度正向调节网络地位对探索式创新的影响、负向调节结构洞对探索式创新的影响，说明单层次的分析已不足以说明网络结构影响创新水平的全貌，而对行动者位置与网络整体结构的综合考虑才有利于政府采取精准的创新激励手段。
5.2  政策建议
在中国的低碳能源技术研发网络中，关键企业大多是国企或大型央企，属于政府能施加较大影响的企业类型，因此政府可以参考如下差异化建议加强对关键行动者管理来提升低碳能源技术研发网络的系统创新能力：
（1）打破稀疏网络中心企业的路径依赖。在密度较低的低碳能源技术研发网络中，网络地位较高的权威企业对探索式创新水平产生了抑制的影响。这类中心企业多为国有性质，在绿色化转型中面临更高程度的制度障碍和路径依赖，因此需要政府规制政策倒逼这类企业积极发展低碳技术，包括合理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以及在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协调性的指导思想下综合运用多种规制政策工具。例如，在命令控制性工具的运用上，美国、丹麦、英国和德国等实行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电力公司必须向用户提供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电力，否则给予惩罚。
（2）加强稀疏网络中介企业的信息枢纽性。在密度较低的低碳能源技术研发网络中，占据较多结构洞的中介企业对探索式创新水平产生了促进的影响。政府可以通过促成战略联盟和行业协会的构建，来加强中介企业的知识枢纽作用，扩大中介企业的知识扩散范围。在知识产权制度上，政府应从低碳专利数据平台的构建、低碳专利审查与授权程度的改进和关键共性或核心技术联合开发的专利资助等方面去营造良好的低碳技术知识产权保护氛围，使企业能受益于低碳技术专利信息跟踪和风险预警机制、低碳技术专利审查效率与授权速度的提高，从而帮助企业抢占低碳技术联合研发中的技术制高点。
（3）提高紧密网络中介企业的信息异质性。在密度较高的低碳能源技术研发网络中，中介企业会对探索式创新水平产生抑制式影响。政府对于中介企业，可采用引导性政策来提高其获取异质性信息的热忱：一方面可引导中介企业承担起低碳技术从研发、中试、示范、市场化各阶段的信息枢纽任务，而不仅仅局限于对研发阶段知识和技术的扩散；另一方面可引导中介企业参与更多的跨区域合作项目或国际合作项目，从而扩宽异质性信息获取的渠道，例如完善推广清洁发展机制（CDM）下以排放换技术的制度，促进发达国家向中国转让先进的节能减排技术。
（4）强化紧密网络中心企业的引领示范。在密度较高的低碳能源技术研发网络中，高网络地位的中心企业对探索式创新水平产生促进式影响。相应的，对中心企业则可采用激励和保障型政策来强化其示范引领作用，包括运用行政奖励工具对攻克关键技术的团队或个人给予认可，如台湾每年都会奖励那些通过采用清洁技术而在环境绩效方面改善程度最大的企业；也包括运用政府采购政策加快中心企业在突破性技术上的市场回报速率，并充分发挥中心企业在低碳技术产品的技术标准和技术水平要求制定上的积极作用，引导其他企业的低碳技术创新发展方向。
同时，政府的基础设施供给型政策是贯穿低碳能源技术研发网络从萌芽到发展时期的重要政策，为低碳能源技术研发网络的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础，这主要包括从人才的培养与吸引、科技信息支持的公共服务、研发载体的建设三方面为低碳技术提供创新要素支撑。
5.3  进一步研究
本文基于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国际专利分类绿色清单中9类低碳能源技术的212个专利代码的联合申请专利，构建了低碳能源技术研发网络，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技术研发网络的整体密度与个体位置特征对网络内主体探索式创新的影响，由于数据获取难度的问题，使得实证检验使用的联合申请专利数据具有单一性，而对于以专利衡量的研发网络，其数据来源也包括专利购买与转让、专利交叉许可等，因此，进一步研究可采集更全面的数据来进行实证分析。

注释：
1）网址参见：http://www.wipo.int/classifications/ipc/en/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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